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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反向師徒制」是一種反向式的指導關係，經由資淺員工與資深員工間的互

動，促進跨世代指導，使新知識從年輕世代轉移到年長世代的過程。本研究主要目

的在於探討反向師徒對於師父知識分享和創新行為意圖的影響，並以科技接受行為

作為調節變項。本研究採網路問卷蒐集資料，共蒐集218份有效樣本。經資料分析，
研究結果發現：（一）當企業中師父（資深員工）的反向師徒制程度越高，越會產

生知識分享的行為；（二）當知識分享程度高時，也會連帶提升師父創新行為意圖

的程度；（三）此外，研究結果亦顯示，師父科技接受行為會調節反向師徒與知識

分享的關係，即當師父的科技接受行為高時，會增強反向師徒與知識分享的正向關

係。本研究並依此結論提出實證結果與管理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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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rning Master to Disciple? the Effect 
of the Reverse Mentoring on Master’s Knowledge 

Sharing and Innovative Behavioral In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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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verse master-apprentice reverses the traditional master- disciple relationship. It 
means facilitating intergenerational learning through interaction between junior and senior 
employees, and new knowledge transfer from younger to older generations.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reverse mentoring on master's knowledge sharing 
and innovative behavior, and uses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as moderator. This study 
collects data through online questionnaires, and a total of 218 valid samples are collected. 
The result shows that (1) The higher the degree of reverse mentoring of the master (senior 
employees) in the enterprise, it will cause the positive effect on knowledge sharing. (2) 
The higher the degree of knowledge-sharing, it will cause the positive effect on innovative 
behavioral intention, (3) Also,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show that when masters with higher 
technology acceptance, it can moderate the degree of knowledge sharing to a higher positive 
effect through the higher reverse mentoring. Based on this conclusion, for practical, we 
suggest that organizations can add the reverse mentoring into employee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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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相較於師徒制是由資深員工指導資淺員工的關係，「反向師徒制」（Reverse 
men to r ing）是一種反向式的指導關係，經由新進的初階員工與與經驗豐富的資
深員工配對，以幫助經驗豐富的資深員工獲得新的學習知識（Allen ,  McManus , 
& Russell, 1999; Kram, 1996; Kram & Hall, 1996）；因此，反向師徒制為資深員
工提供了和資淺員工學習的機會（Levinson, Darrow, Klein, Levinson, & McKee, 
1978）。反向師徒制的出現主要原因是因為出生時代的差異，不同的時空背景往往
會帶來不同成長與學習經驗；隨著「千禧一代」（Millennials）（亦可稱為Y世代，
出生於1980-1996的族群）進入勞動市場，職場文化與職場生態已經發生變化，與
「嬰兒潮一代」（Boom generation）（指在二戰之後出生，於1946-1964之間的族
群）相比，新世代的X世代和Y世代具有不同的工作價值和特徵，這些世代的員工不
僅充滿信心，樂於接受變革、創新並強調個體優勢（Meister & Willyerd, 2010）。由
於年輕一代的科技能力普遍優於年長者，所以年輕的資淺者或是年輕主管可以教導

資深的員工，甚至是資深的主管（陳殷哲，2012）；在互動過程中，資深者也可以
傳授不同經驗給資淺者，可是說是魚幫水，水幫魚的成長策略（蔡進雄，2018）。
理想的反向師徒制是比較短時間且密集的學習某種特殊技能或是特定經驗，因此所

耗費的人事成本以及所需時間上相對以往一對一的師徒制來說減少很多，成效和效

益也相對較高，並且可以幫助資深者（師父）和資淺者（徒弟）之間相互學習，交

換意見與想法（林添貴，2017）。

在傳統的師徒關係中，新進員工或初階員工都向他們前輩學習，在許多研究中

均表明，師徒制對個體和組織都有利（Allen & Eby, 2004; Allen, Eby, Poteet, Lentz 
& Lima, 2004; Ragins & Kram, 2007），但隨著越來越多的X世代和Y世代成員加入
工作隊伍（Murphy, 2012），並且因科技技術也達到日新月異的程度；資淺員工之
知識分享過程中出現了反向師徒制的趨勢以及模式，此模式在跨國公司裡漸漸得到

發展，如：在IBM和Burson-Marsteller公司等（Meister & Willyerd, 2010）；反向
師徒制是人力資源部門促進跨代知識分享的機會，並為學術研究奠定了理論基礎，

國外的研究顯示，隨著勞動力結構變化和新世代員工（或族群）的加入，出現注重

反向師徒制的趨勢（Chen & Hsieh, 2008; Fu, Ye, & Tsou, 2008; Hsu & Lan, 2008; 
Li & Hung , 2009; Teng, 2005; Wu, 2007; Wu, Wen, & Lu, 2009）。彙整過去相關研
究，發現大多數的參與者都來自教育領域，反向師徒制在工商研究中並沒有被視為

主要的獨立變量之一（Alvarez, Blair, Monske, & Wolf, 2005; Leh, 2005; Murphy & 
Adams, 2005）。在國內組織中對於反向師徒制的推行也依舊處於萌芽與概念階段，
尚未制度化也尚未有直接的實證研究（陳殷哲，2012; Chen, 2013）；近年來，在國
內的期刊論文主要注重在傳統的師徒制，對反向指導的研究很少；在台灣，反向師

徒制的現象僅限於具有友好關係職員之間的幫助（Chen, 2013），故沒有過多文獻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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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在探討台灣的反向師徒制。

此外，國外少數幾篇有關反向師徒的質性研究指出，反向師徒與傳統指導、師

徒制其實是同時並存和運行的（Murphy, 2012）。Chen（2013）在其反向師徒的
訪問調查研究中也指出，新世代具備新科技資訊技能與技術，也善於找到廣泛的資

源，具有創新思維與野心；因此可以積極的方式影響資深員工，帶領他們學習現代

化的思想和新興的科技技術。因此，透過反向師徒的施行，可以克服某些因「年

齡」與任何傳統組織階層的限制，使資深員工與資淺員更易於進行代間學習（Baily, 
2009）。然而，截至目前為止，有關反向師徒的相關研究，也是以質性研究為主，
少有實證研究。

知識被視為一種珍貴的資源，能夠進行交換與產生互惠，社會交換理論認為

在社會中每個人都是理性且最大的利益追求者（Blau, 1964; Homans, 1958）；因
此在反向師徒制中，師父與徒弟之間透過不同世代的交流，共同獲得知識，對師

父來說不僅僅是教導徒弟而已，從徒弟身上也獲取到許多新科技知識，也增加師

父對自己工作上的滿足和能力上的肯定（Scandura & Ragins, 1993）。故在反向師
徒制中，很重要的一點是討論反向師徒制是如何滿足資深員工和資淺員工的需求

（Kupperschmidt,  1998）；資淺員工（千禧一代）被認為是有能力的、自我指導
的、足智多謀的，且更加接受多樣性，因此可以帶動和推動資深員工（嬰兒潮一

代）尋找有趣而有意義的工作（Lancaster & Stillman, 2005）。

此外，由於目前反向師徒的發展主要目的在於提高資深員工新興科技能力

（Chaudhuri & Ghosh, 2012）；因此，資深員工對於新科技接受可能會影響反向師
徒的成效。例如，從科技接受行為理論（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TAM）指出
個體對新科技知識的有用性與易用性會影響其新科技的使用態度，進而影響其使用

行為（Davis, 1989）；因此，本究將納入師父科技接受行為為關鍵變數，探討其對
反向師徒的影響。

到目前為止，已有許多文獻探討有關於知識分享與創新行為之間有正向關聯

（陳淑雯、張婉菁，2013; 蔡啟通，2006; Dahooie, Afrazeh, & Hosseini, 2011; Liao, 
2006），員工之間進行知識分享與討論達到創造、推廣及採用新想法的行為，不僅
能為個體、團隊及組織帶來更高的績效，更可以為公司帶來良好的市場優勢與競爭

力（溫玲玉、陳明輝，2008; Janssen, 2000; Robert & Amit, 2003; Scott & Bruce, 
1994; Woodman, Sawyer, & Griffin, 1993）；蔡啟通（2006）文獻中提及，師徒制是
一個可以建立良好知識分享的管道，過去也有許多文獻針對師徒制對於知識分享有

正向關聯（李昭蓉，2012; 高淑珍，2012；鄭瑩妮、胡昌亞、簡世文，2013; Hayes, 
Strosahl, & Wllison, 1999）。反向師徒制不僅和傳統師徒制有相似之處，更可以照
顧到資深員工的需求（Chaudhuri & Ghosh, 2012; Murphy, 2012），故本研究主要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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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在於針對反向師徒進行探討，觀察反向師徒對資深員工知識分享、創新行為意圖

的影響，並以科技接受行為作為調節變項。

貳、文獻探討

一、反向師徒與知識分享的關係

反向師徒的發展主要是為了提高對資深員工的科技知識，並啟發他們了解年輕

一代的新觀點（Chaudhuri & Ghosh, 2012）；在這個正式的指導計畫中，高階主管
或是資深員工邀請年輕員工指導他們關於網際網路資訊（Greengard, 2002），這些
年輕的員工也從這些高階主管身上學習（Deshwal, 2015），在此之後反向師徒制廣
泛地在公司和學術環境中被運用（Carter, 2004; Greengard, 2002; Leh, 2005），在
反向師徒制的模式中，師父通常都比徒弟還要年輕（Finkelstein, Allen, & Rhoton, 
2003）；反向師徒制是一種代間學習方法，讓年輕一代為年長一代提供所需的支
持和知識，這種方法持續的在商業中作為創新和具有低成本效益的專業開發工具之

一，其主要目的為幫助資深員工獲得新興技術技能或代間學習角度來提高工作效率

（Murphy, 2012）。

有別於傳統師徒制，反向師徒制的關係特點包含了幾個要素：1.徒弟的地位與合
作夥伴的地位和以前是不相同的，師父不一定是在組織中階層或權力較高的員工。

2.知識分享的重點，是徒弟從師父的技術內容、專業知識和新世代觀點中學習。3.重
視師父的專業和技能發展。4.致力於相互支持與學習共同的目標，組織和參與反向師
徒制的成員都必須了解反向師徒制之結構和內容特徵，以有效地管理反向師徒制的

關係（Murphy, 2012）。根據許多國外文獻中提及，反向師徒制的運用可以有助於
個體職場上提升自我技巧、人際技巧和文化意識（陳殷哲，2012），員工能產生更
多的知識分享、溝通、經驗交流，進而引發思考與創新，師父也能從徒弟身上學習

到新的科技、新的創意和人際支持（Kram, 1985）；並且從中得到的更多益處如：
訊息交換、相互欣賞和尊重專業，也會提升成就感、滿意度、能力發展、團隊士氣

提升、組織文化意識等（Chaudhuri & Ghosh, 2012）。 

隨著社會不斷快速變遷的時代中，擁有知識才能夠維持在組織或是個體的競爭

優勢（Drucker, 1995; Nonaka & Konno, 1991），Senge（1997）將知識分享定義為
可以協助他人發展有效行動能力的一切行為活動，故知識分享的行為也牽涉到個體

之間對於知識的接收與傳遞（Foss, Minbaeva, Pedersen, & Reinholt, 2009），擁有
知識也才能讓企業提升競爭優勢（Argote & Ingram, 2000）。

Northcraft and Neale（1994）將知識分享視為一種交換，並且認為透過有效的
溝通、互相交換訊息及了解對方思維，便可達到組織目標；Davenport and Prusa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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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從交易的角度解釋了知識分享，他們認為，要達到知識分享，需要知識
擁有者與知識獲得者之間都渴望從這場知識交易中得到所需知識才會發生；Sveiby
（1997）則以互動的角度定義知識分享，認為團隊中的成員分享彼此的專業知識、
技能、經驗與價值觀等，以及了解人際關係與工作流程；Dixon（2000）將知識分
享提出另外的觀點，認為知識分享是使得對方理解訊息，並且傳播知識給他人，將

知識分送出去的概念，故師徒制則是一個傳遞知識的過程，在知識相互傳遞的過程

中，得以讓師父和徒弟雙方皆擁有知識，以利溝通且達到經驗交流，進而引發思考

與創新（沈其泰、黃敏萍、鄭伯壎，2003）。

組織內，員工之間分享專業知識，是一種符合每個個體之最大利益（Greengard, 
2002）。在透過師徒制進行知識傳遞的過程當中，Myers and Sadaghiani（2010）
認為，隨著全球化和組織模式的變化與更新，以及主導地位的變異；徒弟（資淺

員工）會將把新科技技術使用方式，擴展到組織當中的其他職員，師父（資深員

工）並從中獲得新興科技知識，並將這些知識實際運用在工作中，如同上述文獻所

提，知識分享的過程是使得雙方均得到知識的過程（Hendriks, 1999; Jiang & Lin, 
2013）；陳秉沛（2010）表示非正式師徒制裡，徒弟可以保持開放的態度接受師
父提供的諮詢與協助；反向師徒制為非正式的師徒制關係，在反向師徒制關係中會

因為師父與徒弟之間也會產生知識傳遞與知識分享的行為；過去文獻指出，在組織

中，成員特質接近時，較容易相互吸引並且建立友善關係，進而有助於知識之分

享（蔡佩君、連雅慧，2011; Cabrera & Cabrera, 2005; Makela, Kalla, & Piekkari, 
2007）；因非正式的師父和徒弟之選擇是透過互相的吸引或是興趣、個人特質接近
而來（Underhill, 2006），故非正式師徒制比正式師徒制有更高的信任程度，會有較
高的知識分享行為（李昭蓉，2012）。 

從心理學的角度來看，師徒制概念反映了一個基本原理，即個體直接從他們欣

賞到的其他個體學習技能、價值觀和文化，並且傾向於模仿或效法他們在他人身

上看到的行為，特別是如果這種行為得到獎勵（Bandura,  1986）；資淺員工能在
技術、環境和職場多樣性的快速變化的世界中成長，透過反向師徒制，師父可以

從徒弟身上獲得到新科技技能，可以帶動資深員工一起快速學習（Buckley, Beau, 
Novicevic, & Sigerstad, 2001）。故本研究假設如下： 

H1：反向師徒制對師父的知識分享有正向影響，即反向師徒制程度越高，則師父知
識分享程度越高。

二、科技接受行為對反向師徒制與知識分享之調節作用

雖然科技資訊（Information technology, IT）的使用率在文獻中很常見，但早
期研究缺乏紮實的理論基礎（Dishaw & Strong, 1999）；如何預測一樣新科技的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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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接受度，以及科技接受行為一直是許多學者探討的重點；直到1986年出現了兩個
重要的模型，它們為研究IT接受行為提供了強大的理論基礎；第一個模型是Davis
（1989） 發表的科技接受模式（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TAM），是最眾所
周知並被廣泛接受；其主要內容為：知覺有用性（Perceived Usefulness, PU）、知
覺易用性（Perceived Ease of Use, PEOU）和主觀規範（Subjective Norms）（李春
麟、方文昌，2013；曾瑞譙，2009）。

TAM的主要目的是為了依據對於新興科技產品時對內部信度、態度和使用動機
的影響，提供作為理論的基礎。其中直接影響行為的兩大因素即為：1.知覺易用性
（PEOU）：指個體採用該新科技技術時，會提高其工作績效或效益的程度；即當個
體知覺該新興科技有用程度越高時，採用該新興科技的態度會越正向；和2.知覺有
用性（PU）：指當個體採用該科技資訊時，所消耗的生理和心理之努力程度；即當
個體知覺道新興科技資訊越容易使用，採用該新興科技資訊的態度會越正向（Davis 
et al. ,  1989），透過該理論預測使用者對於新興科技資訊之使用接受度（Ajzen & 
Fishbein, 2005）。

如同上述所言，反向師徒制的發展與形成，主要目的是為了提高對資深員工的

新興科技資訊與技能（Chaudhuri & Ghosh, 2012）；隨著全球化和組織模式的變化
與更新（Myers & Sadaghiani, 2010），因組織內的資深員工所具備的新興科技資訊
較弱，也容易和新世代的觀念產生差異。因此當新進員工將新科技資訊和技術使用

方式，擴展給其他職員，可以使得組織內的資深員工並從中獲得新興科技資訊，並

將其實際運用在工作（Chaudhuri & Ghosh, 2012; Kupperschmidt, 1998）；故透過反
向師徒制，師父可以從徒弟身上獲得到新興科技資訊，帶動資深員工一起學習新興

科技資訊，並且加強知識分享，進而提升工作績效（Buckley, et al., 2001）。

Hidding and Shireen（1998）提到組織中的知識，存在於組織成員的頭腦中，若
是無法與組織內的他人分享，則會失去個人價值，唯有將自己的知識分享給他人，

才能為組織創造更高價值與創造個人價值；其中，組織內的知識分享所分享的不僅

是內隱知識，也分享組織內成員價值觀， 並且帶動組織一同成長與進步。而資淺員
工或是年輕員工透過反向師徒制，可以將新興科技資訊和技術使用方式，擴展與分

享給其他職員或是資深員工，可以使得組織內其他成員獲得新興科技資訊，並將其

實際運用在工作（Chaudhuri & Ghosh, 2012; Kupperschmidt, 1998）。

此外，根據社會交換理論的角度，知識分享可能會帶來回報（Blau, 1964; Ipe, 
2003），社會交換理論指出，人際關係不僅涉及金錢或有形物體之類的經濟交流，
且還涉及到友誼，信任或其他無形之類影響的社會交流（Blau, 1964），因此知識
共享行為可以改善友誼，這可以彌補相對競爭力的潛在損失。Ragins and Cotton
（1999）也指出非正式師徒關係能夠提供較多的職涯諮詢以及較多的社會心理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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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可以促使師徒之間的互動和關係更為緊密，這也適用於知識共享和智力資本交

換，其中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在創造知識共享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Nonaka, 1994 
; Premazzi, Castaldo, Grosso, Raman, Brudvig, & Hofacker, 2010）。故如上述所言
反向師徒制與師徒制一樣，除了資訊之間的交流外，透過積極反饋、鼓勵、相互支

持，提供了情感上的支持（Murphy, 2012）；加強知識分享且因獲得到新興科技資
訊，進而提升工作績效（Buckley et al., 2001）。

綜合上述理論與實證研究，以社會交換理論和知識分享的觀點推論，反向師徒

制對師父的知識分享的關係，會受到科技接受行為的調節影響；也就是說，當師父

科技接受行為較高時，當徒弟再給予師父新興科技資訊時，透過社會交換理論與師

徒之間互信和相互支持，師父不僅會有較高之接受度，且會增強反向師徒制與知識

分享之正向關係；反之，當師父科技接受行為較低時，會削弱反向師徒制與知識分

享之正向關係。所以本研究推論如下：

H2：當師父之科技接受行為越高時，會增強反向師徒制與師父知識分享之正向關
係；反之，當師父科技接受行為較低時，則會削弱反向師徒制與師父知識分享

之正向關係。

三、知識分享與創新行為意圖

員工創新行為（Innovative work behavior, IWB）指的是員工為了有利於績效、
團隊或組織，進行有目的的創新行為，並且應用在工作、團隊以及組織上（Janssen, 
2000）；而現在組織模式結構隨著時代在改變；從單一組織脈絡，發展為更高彈
性化「團體」運作模式（Ragins & Cornwell, 2000）；Scott and Bruce（1994）認
為員工創新行為，始於成員、團體或組織發現問題、想法，透過藉由尋求解答的過

程，找出不同於以往且能被採用的方法；並且Kleysen and Street（2001）認為員
工將創新行為使用於組織當中來說，其主要目的是在改善工作關係以及增加工作績

效；而徒弟（資淺員工）對於新科技媒體技術的善用，為職場帶來了一些與多媒體

通訊和科技技術相關的獨特能力（Chaudhuri & Ghosh, 2012）。回顧文獻，Amabile
（1996）認為組織內的個體創造力受到工作環境、個人專業能力（expertise）和動
機三者相互影響，員工之間互動即為工作環境的一部分，員工之間進行知識分享

除了能分享個人知識外，也能分享學習機會及促進學習動機（鄭仁偉、黎士群，

2001）；根據Seers（1989）和李昭蓉（2012）表示，當員工之間具有高品質的互動
關係時，個體之間也會產生良好的知識分享，進一步在創新行為的表現上可以得到

其他員工更多的支持；故年輕一輩的徒弟可透過反向師徒制對資深員工產生支持，

鼓勵其創新行為。

反向師徒制這樣的代間學習方法，讓資淺者為資深者提供所需支持和新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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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能持續在職場中作為富有創新方式和具有效益的專業開發指導包括員工激勵效果

和改善工作績效等（Wilson & Elman, 1990），根據文獻中提及，諸多研究結果皆顯
示知識分享、創新行為與工作績效之間具有顯著正向的關係（劉智瑋，2004）。故
可以推論經由反向師徒制之間的知識分享，可以增強師父的創新行為意圖。故本研

究架設如下：

H3：師父知識分享與其創新行為意圖有正向影響；即師父知識分享程度越高，則其
創新行為意圖亦越高。

圖1　研究架構圖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使用廣義的師徒制定義樣本，研究對象為一般就業人員，並且只要在工

作場域中有後輩可以帶領者，就可是為資深者（師父）；除此之外，並與該後輩持

續接觸且保持友好關係，其中包含兩個管道：1.有透過正式管道形成師徒制，並持續
保持友好關係，如：工作上交接、工作經驗上之傳授或由公司指派。2.與後輩在非正
式的管道下形成友好關係，為自發性的。

以問卷調查的方式收集資料，首先透過任職不同領域之親友協助發放問卷

卷，並利用網路連結加強擴散效果。最終，共回收 2 1 8份問卷，包含科技產業
（19.7%）、軍公教（18.8%）、服務業（28.9%）、傳統產業（8.7%）、金融保險
業（14.2%）、法律、醫學等（7.8%）…等。本研究最終樣本組成，男性占43.6%，
女性占56.4%；透過正式管道下形成師徒制者占66.1%，透過非正式管道為自發性者
形成師徒制者占33.9%；在年齡方面最大值65，最小值20，平均數為42.45，SD＝
11.89；與該後輩在同公司之年資之比例，最大值為30，最小值為小於一年，平均數
為5.82，SD= 6.224。在是否會與該後輩在非上班時會有私下交流之比例，回答是者
占64.7%，回答否者占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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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工具

（一）反向師徒量表

本量表改編自Dreher and Ash（1990）所編制之師徒制的問卷，分為三個構面
測量師徒制，分別為：社會心理、工具性功能、網絡連結功能。共有19題，採用
Likert 5點量表，依題序分別給予「非常不同意」1分、「不同意」2分、「普通」
3分、「同意」4分、「非常同意」5分。改編部分：因此問卷最初為學術環境下進
行師徒制之測驗，原測驗對象為指導教授與學生，故將其中第三人稱部分改為「後

輩」，受測者為資深員工（師父角色）；並將「學術領域」改編為「職場」。問卷

題目如：「後輩會用自己的方式來讓我提升對工作的興趣」、「後輩會協助我進行

報告（不管是在部門內或外的會議上）」、「後輩會幫助我認識非所屬領域的其他

人」；經信度分析，Cronbach’s α為.92。

（二）知識分享量表

本量表採用黃家齊和蔡達人（2003）編制之知識分享，並將問卷對象進行改
編，改編部分為：將「團隊成員」改編成「我們」、將「別人」和「他人」改編成

「彼此」。共有7題，採用Likert 5點量表，題項如：「我們經常自願且主動地將彼
此的知識、經驗分享給彼此」、「我們對新的觀點或思考方式採取接納的態度」，

Cronbach’s α為.90。

（三）創新行為意圖量表

本量表採用李昭蓉（2012）參考Tsai and Kao（2004），修改自Scott and Bruc
（1994）創新行為量表。共有6題，採用Likert 5點量表，題項如：「我喜歡尋求新
的科技、歷程、技術和產品的想法」、「我會為了實現新的構想擬定適當的計畫與

行程表」，Cronbach’s α為.86。

（四）科技行為接受量表

本量表採用Venkatesh and Davis（2000）文獻中所編製之問卷，其中分為幾項構
面：使用意圖、知覺有用性、知覺易用性、主觀認知、自願性、印象觀點、工作相關

性、生產率品質和結果驗證。共有26題，採用Likert 5點量表；題項如：「若是我有能
力使用新興科技資訊，我會嘗試使用它」、「了解新興科技資訊可以提高我的工作效

益」、「學習新興科技資訊不需要我花費很多精力」，Cronbach’s α為.91。

（五）控制變項

因人格特質對個體在認知功能與行為上佔有絕對影響，並且能決定個體外

顯行為（Dwigh, Cummings,  & Glenar,  1998; Pervin,  1994）；經驗開放型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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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ness to experience）是指個體具有豐富的想像力和好奇心，常有創新思維以
及因應環境的改變，且求知慾強，願意接受新穎想法和新環境帶來的挑戰（Judge, 
Rodell, Klinger, Simon, & Crawford, 2013; McCrae & Costa, 1987），故將此人格
特質列為控制變項之一。本研究採用Zheng, Goldberg, Zheng, Zhao, Tang, and Liu
（2008）年翻譯Goldberg（1992）修訂而成「IPIP五大因素人格量表-五十題版本」
（International Personality Item Pool 50-items, IPIP-50），取其中10題開放性經驗部
分做為實測工具；實測結果，Cronbach’s α為.78。

其次，本研究將公司員工的性別、年齡、年資、產業、是否會和後輩在非上班

時間有私下聚會、與關係友好之後輩透過何種管道形成友好關係（正式管道或非正

式管道），作為控制變項中的基本資料，從基本資料做相關分析，並將與本研究之

結果變項有顯著相關列為迴歸控制變項。

肆、資料分析結果

一、驗證性因素分析

本研究主要變項包含：反向師徒、知識分享、創新行為意圖、科技行為接受，以

驗證性因素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y analysis, CFA）檢驗區辨與收斂效度，以確
保測量模型的適配度。首先，提出四因子理論模型（反向師徒、知識分享、創新行為

意圖、科技行為接受）進行分析，其適配指標為（χ2／df=2.68, CFI = .91, RMSEA = 
.07）。其次，再進行其他替代模型的驗證性分析：三因子理論模型（將知識分享與
創新行為意圖合併），其適配指標為（χ2／df = 4.58, CFI = .88, RMSEA = .15）；單
因子測量模型（將所有變數合併），其配適度為（χ2／df = 13.87, CFI = .67, RMSEA 
= .29）。綜合上述，本研究所假設的四因子理論模型的配適度優於其他替代模型，顯
示具有良好的區辨效度。量表題項皆達顯著水準，顯示具有良好的收斂效度。

二、相關分析

由表1可知，在控制變項上，性別與創新行為意圖意圖和科技接受行為有顯著
正向相關（r = .194, p < .01; r = .181, p < .01）；私下交流與反向師徒制、知識分
享、創新行為意圖和科技接受行為有顯著的正向相關（r = .373, p < .01；r = .346, 
p < .01; r =.167, p < .05; r = .157, p < .05）；經驗開放性與反性師徒制間無顯著相
關，與知識分享、創新行為意圖與科技接受行為有顯著正向相關（r ＝ .240, p < .01; 
r = .584, p<.01；r = .246, p < .01）。故於後續迴歸分析時，將「性別」、「私下交
流」、與「經驗開放」納入控制變項。

其次，在研究變項上，反向師徒制與知識分享有顯著的正向相關（r = .664, 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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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初步支持H1的說法，並將對後續進行深入探討；反向師徒制與創新行為意圖
和科技接受行為均有顯著的正向相關（r = .393, p < .01; r = .477, p < .01），初步支
持H2調節的說法。知識分享對於創新行為意圖有顯著的正向相關（r = .401, p < .01），
初步支持H3的說法，並將對後續進行深入探討，而在相關分析中，知識分享和科技
接受行為也有顯著的正向相關（r = .323, p < .01），初步支持H2的說法。創新行為
意圖與科技接受行為之間有顯著的正向相關（r = .501, p < .01）。

三、反向師徒、知識分享、科技接受行為之關係

本研究利用階層迴歸分析驗證反向師徒、知識分享、與科技接受行為之關係。

首先，在假設1之驗證，在置入控制變項後，反向師徒與知識分享β係數為.61（p < .01），
可知反向師徒對師父知識分享有顯著正向預測；假設1獲得支持。而科技接受行為
對於反向師徒制和知識分享關係之調節效果，如表2模型四所示，其β係數為0.105 
（p < .05），因此科技接受行為對反向師徒制和知識分享的關係，具調節效果，假
設H2獲得支持。為進一步了解調節效果，繪製圖2。此結果可知，科技接受行為可以
調節反向師徒制和知識分享之正向關係；意即當師父的科技接受行為高時，會增強

反向師徒與師父知識分享的正向關係。

表 2　反向師徒、知識分享、科技接受行為之驗證結果

因變項
知識分享

模式一 模式二 模式三 模式四

步驟一：控制變項

性別 .042 -.036 -.033 -.050

私下交流 .336** .105 .105 .114*

經驗開放性 .212** .172** .176** .163**

步驟二：預測變項

反向師徒制 .610** .622** .607**

步驟三：預測變項

科技接受行為 -.027 -.031

步驟四：交互作用

反向師徒制x科技接受行為 .105*

R2 .157** .471** .469** .477**

F 14.515** 49.291** 39.331** 33.949**

△R2 .169** .312** .001 .010*

註：顯著性* p < .05 ； ** p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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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知識分享和創新行為意圖之關係

此外，在假設4之驗證模式中，知識分享與創新行為意圖之關係，β係數為 .256
（p < .01），可得知知識分享對創新行為意圖有顯著的正向預測，因此假設H3獲得
支持，表示知識分享對創新行為意圖具有正向關係；意即師父知識分享越高，其創

新行為意圖也越高。

表 3　知識分享和創新行為意圖之驗證結果
因變項 創新行為意圖

模型一 模型二

步驟一：控制變項

性別 .111* .101*

私下交流 .140* .054*

經驗開放性 .557** .502**

步驟二： 預測變項

知識分享 .256**

R2 .361** .414**

F 41.903** 39.306**

△R2 .370** .055**

 註：顯著性* p < .05 ； ** p < .01。

圖2　科技接受行為對反向師徒制和知識分享之調節效果



師徒翻轉？探討反向師徒對師父知識分享、創新行為意圖之影響　　63

伍、結論與建議

一、研究結論

研究結果發現，反向師徒制對於師父知識分享有顯著的正向相關，也與創新行為

意圖有顯著的正向相關。此結果符合鄭瑩妮等人（2013）所提到的，當組織在透過師
徒關係中所得到的好處與貢獻，其中不僅能促進新人社會化，更重要的是可以加快內

部知識的傳遞（張瑞元、陳心懿、林金賢、施佩玲，2011；楊政學，2006; Mazlanet, 
Taib, Karim, 2009; Thomas & Lankau, 2009）。反向師徒是一種突破性的實踐，它改
變了傳統指導中的既定模式，更加有利於學習型組織的建構（Chen, 2013）。在組織
中，成員特質接近時，較容易相互吸引並且建立友善關係，進而有助於知識之分享

（蔡佩君、連雅慧，2011; Cabrera & Cabrera, 2005; Makela et al., 2007）；而鄭仁偉和
黎士群（2001）也證實，員工之間進行知識分享除了可以分享個體知識外，也能學習
分享機會和促進學習動機。除此之外，沈其泰等人（2003）和Dahooie et al.（2011）
均在文獻中提及，當員工之間的知識分享會對公司的創新有正向影響，知識分享可以

增進員工彼此創造能力，進一步帶動創新行為；根據社會交換理論，在反向師徒制

中，徒弟可以幫助經驗豐富的師父獲得新的學習知識（Allen et al., 1999；Kram, 1996; 
Kram & Hall, 1996），進而產生創新行為（Chaudhuri & Ghosh, 2012）。

反向師徒制中提到科技接受行為著重於新興科技資訊的認知與使用感受等，資深

員工或是較為年長的員工，對於新興科技資訊的缺乏，容易造成與新世代員工之間的

溝通不良與反感（McCormack, Rock, Toohey, & Hignell, 2010）；而透過知識分享可
以使得資深員工得到新興科技資訊，以助於產生創新思維與行為。而從本次研究結果

中可以發現，師父科技接受行為對於反向師徒制和知識分享之間是有調節效果的，表

示當在反向師徒制的作用下，師父對於科技接受行為高時，因為知覺到新興科技資訊

易用性與有用性，並能為工作帶來的良好的幫助（Davis, 1989 ; Davis et al., 1989）。   

因此，在得到資淺員工帶來的新興科技資訊後，根據社會交換理論，便會更願意

產生知識分享的行為。而如同文獻中所言，組織中的成員分享彼此的專業知識、技

能、經驗與價值觀等；將新科技資訊和技術使用方式，擴展給其他職員，可以使得組

織內其他成員獲得新興科技資訊，並將其實際運用在工作（Chaudhuri & Ghosh, 2012 
; Kupperschmidt, 1998；Sveiby, 1997），這也是在本次研究中值得繼續探討的議題。

二、管理意涵

（一）組織可以將反向師徒制融入教育訓練中，以提升新舊員工之間交流，也
提供資深員工新的學習機會

反向師徒制和師徒制一樣可以為組織帶來良好的效益，而反向師徒制所強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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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處，為可以幫組織創造出代間學習的環境以及提升員工之間相互激勵的效果，讓

長期在該職場的資深員工可以得到新興科技資訊知識和新世代的支持，並能持續在

職場中產生富有創新的思維，改善工作績效（Wilson & Elman, 1990）。在反向師
徒制中，交換的除了是新興科技的知識外，也交換對於不同世代的觀點、思維、生

活經驗和創意，以利消除因世代背景差異和科技資訊的落差，所造成資深和資淺員

工在工作任務合作上的反感與不和諧（McCormack et al,  2010）。此結果與Baily
（2009）觀點相似，都指出經由反向師徒，可以彌合不同世代的差距；經由相互
學習，不僅止於IT技術的代間學習，更可廣泛應用於不同領域的學習。而本次研究
中也發現，當前輩與後輩之間有較多私下交流時，可以提升反向師徒制；因此，企

業可以考慮在教育訓練的時候，讓前輩與後輩之間有更多交流機會，不管是正式上

的或是私下，鼓勵員工們之間相互交流，促進彼此相互學習與經驗分享的機會。此

外，為了有效推行反向師徒，Chen（2019）也建議，在實施之前應讓資深員工做好
向資淺員工的心理準備，以學習不同世代的知識與資訊。

不僅如此，反向師徒制如同師徒制一樣有著緊密的關係，提供許多相互支持與

鼓勵的機會，也可以讓雙方得到益處（Murphy, 2012）；反向師徒制的運用可以有
助於組織內成員提升人際關係和文化意識（陳殷哲，2012），師徒之間產生更多的
知識分享、溝通和不同世代的經驗交流，引發思考與創新（Kram, 1985）。

（二）組織內的知識分享有助於提升組織的知識管理

根據文獻中提到，近年來，知識管理（Knowledge management）已成為企業在
理論與實務中共同關心的重要議題；為了保持競爭力並促進創新，許多組織在知識

管理實踐中投入了大量資源（Cabrera & Cabrera, 2002; Foss et al., 2009; Reinholt, 
Peersen, & Foss, 2011）。知識是組織中的寶貴資源，知識的不斷更新和創造是競爭
優勢的基礎（Drucker, 1993; Gupta & Govindarajan, 2000; Reinholt et al., 2011），
也是提供產品、服務、組織提升等附加價值的優勢來源，企業或是組織若是想要有

持久的競爭力，就需要不停的創新知識或是改善組織內的知識傳遞（鄭仁偉、黎士

群，2001）。

當組織中有新的知識出現時，可以讓全體員工一同分享與共享，當有員工找到新

的方式或是技術可以執行工作上任務時，組織可以給予獎勵並且請該員工將方法演示

給其他同仁，一同提升新的作業技巧；當資深員工在交接時，也可以將所有的內容系

統化以及數位化，以便長久保存與更新，達到知識管理的目的，必且促使知識流動

（Gold, Malhotra, & Segars, 2001）；如果組織中沒有知識的流動，則幾乎不可能利
用或創造新的知識，故知識分享是知識管理中至關重要的第一步（Cabrera & Cabrera, 
2002 ; Foss et al., 2009 ; Ipe, 2003; Nonaka, 1994 ; Ruggles, 1998）；由於知識管理
是一個由上而下的過程，故知識分享關注的重點在於組織、工作單位間的知識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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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mmings, 2004; Hansen, 1999; Tsai, 2002; Zander, & Kogut, 1995），組織所需的
能力不僅有妥善的運用組織中原有的知識，還需要在變動的環境中持續創造新知識和

管理方式，促使組織內成員之間產生知識分享（鄭仁偉、黎士群，2001）。

雖然許多研究都證實知識分享是可以為組織和團隊帶來好處的，但進行知識分享

可能會降低自我的競爭力，這是不符合人性的（Jiang & Lin, 2013）；因此，過去的
文獻中提及，信任和權力激勵與知識分享的意願有關（Fraser, Marcella, & Middleton, 
2000；Hendriks, 1999; Szulanski, 2000）。Liao and Chuang（2004）發現組織內成
員之間的關係若是經營的越好、越緊密，成員之間越傾向與他人分享知識與經驗，

Davenport and Prusak（1998）更明確指出知識分享機制主要在於社會交換，強調信
任關係的重要；根據社會交流的觀點，如果沒有任何回報，知識分享的可能性就較

小，當個體期望透過知識分享可以改善和知識接受者的關係時，個體則將更願意產

生知識分享；也就是說，知識分享可以成為促進人際關係的一種手段，而後者又可以

增強知識分享意圖與行為之間的關係（Jiang & Lin, 2013），反向師徒制正提供了信
任、友好和緊密的關係，促進知識分享意願，進一步增強組織之知識管理。

三、研究限制

本研究最大之困難處是，在本次研究中難以接觸到在國內有施行與推動正式反

向師徒制的組織或是產業，因此在樣本搜集並不周全；故本研究在選擇樣本時，以

較為廣義的師徒制定義，來採集研究樣本，因此，採取的樣本範圍較廣，並無對特

定產業或是組織做問卷發放；此外，對於所選取的研究對象（師父、資深員工）之

定義也採較為廣義的，只要有後輩可以帶領者，在本次研究中就視為資深員工（師

父），也將其視為一種師徒制。此外，由於國內有推行正式反向師徒的組織不多，

故本次研究廣納各產業進行資料蒐集；但由於不同產業在反向師徒上的學習內容與

關鍵可能有所產異，建議未來可以針對不同產業別的反向師徒進行產業比較或差異

分析，可能有助於累積此一領域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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